
质的研究还是新闻采访
———同陈向明博士等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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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Dr.Chen Xiangming offers tw o analysis types:

“emic” and “et ic” .“Emic” is particularly preferable.But through literature survey we

find that the boundary of “emic” is neg lected.In this article we investigate the applica-

tio n of “emic” in Chen' s tw o papers.According to those case studies , we find if the

boundary of “emic” is exceeded ,normally the result will be “unmanageable and unrealis-

tic” (it will threaten both interpretive and theo retical validity).As a special case , when

the research requires exceeding the boundary of “emic” such as in the intercultural

study , it w ill be accepted.But i t is forbidden that researcher' s quest ion is direct ly given

to interview er.At last we summary a proposition.

　　陈向明博士自学成归国以来 , 一直倡导科学研究采用质的研究方法(见陈向明 , 1996 ,

1997b ,2000)。其中 ,发表于 1997年第 1期《高等教育研究》上的《综合大学理科人才素质与课

程体系研究》是陈博士及合作者(李文利 、崔艳红和宋映泉)运用质的方法(quali tative research)

研究高等教育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一篇。当笔者读完这篇文章时 ,却感到对“综合大学理科人才

素质与课程体系”的关系仍不清楚 ,而从该文获得的信息量似同一篇新闻采访及其评论。笔者

不禁发问:为什么一篇运用科学方法(质的研究方法)所作的学术研究论文 ,得出的结果却同大

众的常识差不多 ,仅停留在常识性 、思辩性的讨论层次上? 抱着这样一种好奇 ,笔者又反复细

读了这篇文章 ,并尝试找到一个答案。

一 、新闻采访还是质的研究

为什么说这篇文章看起来像是一篇新闻采访呢? 陈向明等(1997)说得明白 , “我们关注的

主要问题是:(1)研究对象对`素质' 是如何定义的 ?他们如何评价一个人`素质' 的高低? (2)

与文科和工科人才相比 ,理科人才应该具备哪些不同的素质 ? (3)目前综合大学课程体系的状

况以及在人才素质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4)理科课程体系与人才素质培养之间的关

系是什么 ?(5)如何改进现有的课程体系以适应 21世纪理科人才培养的需要?”

先看第(1)个问题 ,它同研究目的“综合大学理科人才素质和课程体系的关系”有什么关

联? 作者大致是说因为“人才” 、“素质”和“课程体系”等概念十分宽泛 ,很难事先对其定义作出

明确的界定 ,所以通过访谈可以帮助明确这些概念 。但是 ,这里要问了 ,既然连研究者自身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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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确的“素质”概念 ,是不是访谈对象———北大师生对此比研究者本人要清楚呢 ?① 要不

然为什么要知道“研究对象对素质如何定义? 他们如何评价一个人的`素质' 的高低” ?如果不

是 ,那么关于第(1)个问题的访谈其目的又在哪里呢 ?作者不会是想通过访谈找出一个关于

“素质”概念的公认标准吧 ?其实人们的常识往往并不就是正确的 ,不足以作为研究者研究的

出发点。笔者认为造成作者这种失误的原因是 ,作者研究的出发点———“人才素质”本身是一

个没有被很好定义的概念 ,(正如作者所承认的)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 ,因而研究的基础不能放

在这里。如果一项研究的前提都是不确定的(至少不具有可操作性),那么研究结果就很成问

题了 。或者如作者那样 ,对素质和课程体系“取其广义 ,素质主要包括 4个方面:道德素质 、智

能素质 、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通过文献法来界定 ,那么第(1)个问题就显得多余了 。总之 ,由

于作者选取了一个不具有操作性的研究前提 ,那么 ,作者不得不首先解决其研究前提的操作性

问题 。但是 ,我们看到作者的处理是极不成功的。

关于第(2)个问题 ,似乎作者仍在设法解决研究前提的问题 ,通过与文科 、工科比较来确定

理科人才素质的具体内涵 。但是 ,作者仍在继续第(1)个问题的错误 ———仍想通过对北大师生

的访谈来确定理科人才素质的具体内涵 ———似乎答案仍在北大师生们的头脑里 ,作者只需通

过访谈收集整理即可 。作者说“本研究表明:所有被访者都认为理科学生应该具有综合归纳能

力 、观察力 、想象力 、创造性思维 、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理科学生不仅应该具有现

代文明素质 ,而且应该具有管理和组织才能” 。这几方面的能力难道不是工科 、文科学生应该

具备的吗 ? 既然作者已经对素质划分了 4个方面 ,就应该通过文献法 ,或从这 4方面编制量

表 ,对已经就业的大学生② 进行考察 ,而不是将这样关键的问题踢给受访者 ,让他们来解决 。

第(3)个问题更叫人摸不着头脑 ,研究的目的是要澄清“课程体系与理科人才素质的关

系” ,这是一个纯理论的问题 ,只有这个理论问题解决了 ,我们才好为现实决策提供建议;但是

眼前作者还没有触及这一研究目的 ,却又插进一段“综合大学课程体系的状况以及在人才素质

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这一现实问题 ,实在让人搞不清作者的用意究竟何在 。

第(2)、(3)个问题的访谈结果大致在“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部分。对于通识教育与专业

教育之争 ,作者提了一大堆意见 ,但是笔者实在看不出作者建议的依据在哪里 ,难道是综合了

访谈结果中的两方面意见吗? 这里我们不得不重提那个老问题 ,关于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这

样的课程体系问题真的是北大师生可以解答的吗? 正因为作者再次重犯同样的错误 ,我们可

以发现他们的建议也仍停留在常识性的角度和思辩层面。不知作者在得出这些结论时 ,有没

有意识到它同陈向明博士一贯主张的“质的研究”格格不入呢 。(如果质的研究结果同常识性

的争论 、思辩结果没有什么两样 ,那真要人怀疑“质的研究”的科学性了)? 关于人才素质培养

的问题也是一样 ,由于作者在进行研究时 ,不恰当地把研究者自己的问题直接交给了被研究者

(比如“素质” 、“理科人才素质”的概念 、“综合大学课程体系状况及人才素质培养问题”等),我

们发现 ,研究的结果同普通的新闻采访没有什么两样 ,尽管陈向明等(1997)使用的是“质的研

究方法” 。从论文的结果看 ,整个研究给人以目的不明确的感觉 。比如作者阐述研究结果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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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又涉及到对人才概念的界定 ,严格地说校园里的学生还只是“毛坯” ,还不能算作人才。真正的人才应当是由
社会和市场来鉴别的。

有意思的是 ,笔者曾有机会就这一问题当面请教于陈博士 ,得到的回答是“他们不知道谁知道 ? 我们就是要知道他
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的问题是 ,如果真是这样 ,一个研究者同一个普通的记者还有什么区别呢 ? 难道因为这
个问题是研究者研究的 ,它就成了学术论文而不是新闻采访了吗(注意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二者的方法上的区别 ,而
非题材的时效性 、市场需求的差别)?



4个方面:“多元价值观念的整合与冲突”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宽松的学术气氛与必要的

指导” 、“高要求与低投入的矛盾” ,我们看不出它们同研究目的“课程体系与理科人才素质的关

系”有什么直接联系 。

第(4)个问题是全文的核心 ,也是该文研究的目的 。但其表述本身也很成问题 ,因为“综合

大学理科人才素质与课程体系”是否相关 ,二者是不是有关系 ,作者尚未作出解答 ,却提出了二

者的具体关系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关于这一全文核心问题的解答 ,作者依然求助于被访者(见

研究结果的第 3部分)。由人才素质竟然访谈到“培养大师”的问题 , “课程体系与人才素质的

关系”是一个一般性的理论问题 ,它同大师能不能培养出来这个特殊问题不同 ,这似乎又是作

者研究目的不明确造成的 。

第(5)个问题就让人觉得荒唐了。既然几位名学者一致认为 ,课程体系和人才素质培养之

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我们甚至没有看到论文中对二者是否相关的证明),那么为何还要改

进现有课程体系 ,以适应 21世纪理科人才培养的需要 ?!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该文草率地把研究者自己的问题(不经过任何转换就直接)交给

受访者回答 ,以及该文多处表现出来的研究目的不明确 ,使整个研究结果看起来与一般的新闻

采访无异 。

二 、为什么“质的研究”作出的结果却像是新闻采访

研究者的问题与交给受访者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交给受访者的问题是根据研究者问题

(即研究目的)的需要 ,经过一定的转化设计出来的(试想一个普通的受访者都清楚的问题还需

要研究吗 ?反过来 , 一个连研究者自己都不清楚的问题 , 普通的受访者又是如何知道的

呢?①),这是一个从上到下的过程②。在研究者的问题和交给受访者的问题之间有许多的中间

环节 ,研究者要根据受访者的回答进行整理 、加工和分析 ,最终上升为理论 ,才能作出对研究者

问题的解答 ,这是一个从下到上的的过程。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将研究者的问题直接交给受访

者 ,将受访者的问题等同于研究者的问题这一常识性错误呢 ?我认为 ,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 ,在运用“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③ 的分析方法建构“扎根理论”时 ,过于强调“文化

主位”的视角。这是导致将受访者的问题等同于研究者问题的前提 ,当然“文化主位”作为一种

分析方法并不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 。

一般来说 , “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不同视角只是为了更为全面 、准确地把握访谈材

料 ,不至于对访谈材料产生误读和误解 。由于在通常情况下 ,研究者与受访者处在不同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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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陈向明(1996 , 1998),“文化主位”(emic)强调从单一文化内部研究团体成员的行为以及他们自己对行为的意
义解释;而“文化客位”(etic)则是从文化系统外部(往往是从研究者个人所处的文化角度)对泛文化现象进行研究。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 `文化主位' 和`文化客位' 分别指的是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和观点”(陈向明 , 2000:12)。
另见金光亿(1996)“相对主义与主位 、客位研究方法”的讨论 ,他把主位 、客位看作是诠释文化的两种途径。从应用
的角度来看 , “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的研究方法更多地是被跨文化研究 、人类学研究所采用。

我们认为这即便是完全从访谈材料中得出的“扎根理论” ,在获取材料时也需要这样一个从上到下的过程 ,因为尽
管“扎根理论”是“直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上升到理论”(陈向明 , 2000:327),但是 ,在收集原始资
料时交给受访者的问题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 ,也需要根据研究目的进行设计。所以 ,我们认为“扎根理论”也不完
全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

从根本上说 ,受访者的问题不同于研究者的问题 ,是因为研究者的“知识”不同于被研究者的“知识” , 双方存在“知
识不对称”所造成的。设计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让两种“知识”背景的人得以顺利交流。关于“知识”的概念参见后
注。



识”环境当中① ,虽然访谈材料是直接从受访者那里获得的 ,但是研究者对这些材料的解读却

可能非常不同。如果研究者仅仅是站在“文化客位”的立场上去理解 ,那么他是在使用一种外

在的标准 、思维方式看待被研究者的行为及他们对自己行为意义的解释。结果 ,访谈材料在研

究者眼里很可能是不合逻辑 、无法理解的 ,或者会错误地解读受访者的意思 。这种情形在进行

跨文化研究 、人类学研究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例如陈向明在其博士论文《旅居者和“外国

人” ———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中对“情感交流”和“emotional exchange”这两种不

同的文化表达方式的区分就是这方面绝好的例证 ,正是从“文化客位”到“文化主位”的视角转

换帮助她澄清了受访者通过“情感交流”表达的意思同她的理解(“emo tional exchange”)是截然

不同的(陈向明 ,1998:79;194)。这也正是李亦园所说人类学研究所应持的全貌性的观点:“在

研究过程中观察者不仅仅应该是观察者 ,而且应该是土著的一部分 ,应该以土著的观点来想问

题 、看问题……从它的内在逻辑看问题 。”“假如不是从被研究者立场来研究问题 ,就很难了解

并做到理解文化的内在逻辑性 。”(李亦园 ,1996)

然而 ,为了理解受访者的内在逻辑 ,并不需要将研究者自己的问题直接交给受访者来回

答。或者说 ,在保证理解被研究者行为的内在逻辑的条件下 ,“文化主位”的视角是有一定的限

度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点 。

第二 ,忽视了“文化主位”视角的限度。以被访谈者为中心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这个限度是

由访谈材料的真实性所决定的 。换句话说 , “文化主位”分析方法的运用必须以所获得的访谈

材料的真实性为前提 。“文化主位”分析方法的目的 ,是为了理解被研究者所处文化环境的内

在逻辑 。但是 ,如果“文化主位”分析方法的运用 ,危害到了访谈材料的真实性 ,那么这种分析

方法就超过了其应有的限度 ,结果可能是“既不真实又不容易处理”(即这样做会同时威胁到解

释效度和理论效度)②。而访谈材料真实不真实 ,不仅要看被访谈者愿不愿意说真话 ,而且要

看被访谈者能不能说真话(而能不能说真话的一个重要判据就是看研究者向受访者所提的问

题选择的是否恰当 ,所选的问题是在受访者的认知范围内的经验性问题 ,还是普遍的受访者所

不能回答的纯粹学术性的问题③。)根据潘绥铭的认识 ,再好的社会调查 ,充其量也仅仅能够获

得主诉的真实 ,它与客观的真实是有差距的 。“到目前为止 ,社会调查④所获得的几乎一切资

料 ,只不过是被调查者的`主诉' ,社会调查的`真实性' 实际上掌握在被调查者的手中” 。而“被

调查者的`主诉' 是否真实 ,主要由两大基本要素来决定的” :“第一个要素是被调查者肯不肯主

诉出`真实' 来……第二个基本要素 ,是对于你所问的问题 ,被调查者能不能真实地主诉出来

……所谓`能不能主诉' ,主要是说这样几个因素:记得不记得? 是不是人人都能感觉到或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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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风笑天“在国内学者眼里 , `社会研究方法' 就是`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方法)' ”(1997),这里所说的社
会调查即指社会研究。 ———笔者注

任何人的经验及认知都是有限的。特别是在专业化现代分工“生产”知识的条件下 ,任何人的“知识”仅成为知识整
体的一个片段 ,他对其他专业知识的理解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认为 , 陈博士所说的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建构过
程并不是“无中生有” ,而是以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知识”为基础的。而这两方的“知识”都是有限的。特别是针对
被研究者的“知识”所设计出来的问题 ,如果超越了这一“知识”的界限 ,所得到的材料只能是虚假的。这也正是我
们所讨论的“能不能”的问题。

在一些跨文化研究中(例如陈的博士论文)我们会看到 ,研究者会故意提一些受访者回答不了的问题 ,越过“文化主
位”视角的限度 ,那是一种特例 ,只有当这种“越界”是为了实现研究目的时 ,它才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必不可少
的)。

我们这里借用了周星的“知识”概念。根据周星的界定 ,人类学者的“知识”与访谈对象的“知识”存在以下几方面的
差异:两者所在社会/社区的“文化” 、两者的教育背景及个人生活经验 、研究者的专业或职业训练等。“当代的人类
学者终于弄明白了 ,这个世界几乎不存在完全同质的社会。知识在即使是最为简单的社会里 ,也很难是绝对均匀
分布的”(周星 , 1996)。这里 ,我们做了进一步的推论。即使研究者是在对自己所在的社区环境进行研究 ,即使研
究者本人也是社区成员之一 ,他同被研究者之间仍然存在“知识”上的不对称。



辨出来? 如果需要被调查者自己来总结或计算 ,是否人人都有相应的能力” ? (1996)① 显然 ,

陈博士在考虑文化“主位”的视角时 ,完全忽视了文化“主位”所应有的限度 ,没有考虑受访者能

不能真实地主诉出所提出的问题 ,所以才会把研究者的问题直接交给受访者来回答 。

陈向明在其博士论文《旅居者和“外国人” ———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中对

“文化主位”的把握是相当成功的②。但是 ,笔者以为 ,像“综合大学理科人才素质与课程体系

研究”这样的课题 ,其间“人才素质” 、“课程体系”这种专业性很强 、类似专业术语的概念 ,同“朋

友”这类约定俗成的大众化语言有很大的差别。在该文研究结果的第 3部分 ,我们发现 ,针对

“人才素质与课程体系”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受访者中 ,除了“几位名学者” 、“一位数学家” 、

“物理系一位教师”和“一位教授” 、“一位北大毕业生”之外 ,似乎少了访谈对象的另一部分 ———

北大的学生。“当事人”中没有一位学生被提到上面的问题 ,只是在提到宽松的环境时“有些学

生认为应当接受教师的指导” ,但这显然已经不是同一个问题了 。可是按照陈博士“文化主位”

的分析方法 ,难道不是要了解所有受访者对该问题的看法吗? 受访对象 ———北大的教师和学

生显然不是同质的 ,以教师的“知识”显然无法代表整个受访对象的“知识” 。在没有任何说明

的情况下 ,这种有选择的将受访学生排除在外的访谈结果 ,不免让人觉得奇怪③。似乎作者也

意识到了将“人才素质与课程体系之间的关系”这样学术性的问题交给学生解答 ,看看他们的

想法如何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 ,这样的问题显然超出了学生的认知范围 。这就是忽视“文化

主位”的界限 ,将这种分析方法极端化的结果 。我们认为 ,从“文化主位”的视角进行访谈时 ,一

定要考虑问题的设计是否在受访者的认知能力范围以内。如果设计出的问题本身是受访者无

法回答的 ,或者只能依赖常识性的个人经验去作出判断 ,那么这样的问题设计就是无效的 ,它

已经超出了“主化主位”应有的限度 。④

三 、对“文化主位”限度的再讨论

由于陈博士在采用“文化主位”的视角对访谈材料进行分析的时候 ,一直没有意识到使用

该种方法的界限问题 。⑤ 所以 ,在问题的设计上 ,在未经任何转换的情况下 ,直接将研究者的

问题交给受访者回答 ,没有考虑因此而导致的访谈材料不真实 ,以致让人看不出这样的学术论

文同新闻采访及评论有何不同 。如此“文化主位”分析方法运用的结果 ,同时威胁到了解释效

度和理论效度。

1.《旅居者和“外国人” ———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中的“文化主位”限度问题

陈博士对“文化主位”的理解似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限度”的概念 ,似乎只要是“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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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值得注意的是 ,陈博士在其最新的一本讨论质的研究方法的专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陈向明 , 2000)
中 ,专门讨论了效度“失真”的原因(第 397页)。但她所归纳的原因全部来自研究者的外部(记忆问题 、研究效应 、
文化前设以及间接资料来源),好像效度“失真”完全是客观原因所造成的 ,与研究者自己的主观没有丝毫的关系。
显然作者此时仍旧没有注意到将研究者的问题直接交给受访者回答越过了“文化主位”应有的界限。

应当说 ,陈博士在运用“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分析方法时 ,过于强调“文化主位”的视角 ,以致忽视了“文化主
位”应有的界限。这样的错误 ,并不是在我们所讨论的这篇文章中才出现的。如果仔细留心陈博士对“文化主位”
与“文化客位”分析方法的运用 ,会发现这一局限早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就存在了。有关的详细分析见本文第三节。

我们不知道是没有将访谈材料中有关学生的问答选入访谈结果,还是根本没有就这一问题对学生访谈。

正如哈佛大学教授 Courtncy C azdcn在为陈的博士论文作序言中所评价的那样 ,陈博士用文化“主位”概念代替文化
“客位”类别的分析方法是其博士论文中引人注目的三种方法之一 ,在研究方法上的这些特点使她的研究成为“一
个杰出的范例” 。

研究者在处理被研究者愿不愿回答问题上已经有足够的重视 ,并有相应的经验和技巧。 例如 ,在问卷调查时给予
一定的物质奖励 ,访谈时承诺合作者的合理要求并为对方保密等等。 但就被研究者能不能回答问题而言 ,显然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文献的检索中 ,我们发现只有潘绥铭(1996)讨论过这一问题。



究 , “文化主位”的分析方法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使用 。例如 ,在其博士论文《旅居者和“外国

人” ———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对理论效度的讨论中(1998),作者在获取受访者

交往障碍的材料时 ,留学生们大谈“为什么”会遇到交往障碍而对交往障碍“是什么”却避而不

谈。显然 ,对于为什么会在跨文化人际交往中遇到交往障碍是被研究的中国留学生无法解释

或无法正确回答的①。一方面 , “由于来美时间不长 ,一些留学生对事情的解释在我看来有很

大的推测成分” 。另一方面 ,作者在处理被研究者的看法和研究者或理论界的观点不一致的情

形时 ,往往没有一个求全的方法 ,只能“尽量争取在被研究者和研究者的声音之间求得一种平

衡 、协调和区别”(陈向明 ,1998:93),陈博士显然对于自己的这一“思想斗争”没有找到一个有

效的处理方法。为了说明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困境(即为什么会出现被研究者和研究者这两种

不同的“声音”),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具体区分被研究者和研究者这两种不同的“声音”之间

的关系。

大致来说 ,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这两种不同的“声音”之间的关系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种也

是陈的博士论文中最常出现的情形 ,就是访谈材料同既有文献理论是一致的 ,而理论的加入可

以帮助进一步深入理解访谈材料背后的含义 。第二种是访谈材料同既有文献理论不一致 。造

成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所获得的材料不真实 ,解释效度低 ,结果“假数真算”导致

同既有文献理论不一致;而材料不真实 ,主要是因为没有考虑受访者愿不愿和能不能的问题 ,

这“能不能”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文化主位”的界限。二是所获得的材料是真实的 ,只是

既有的文献理论无法解释新出现的事实 ,于是出现了二者的不一致。

可见 ,对“文化主位”的分析方法把握不当 、超越“文化主位”的界限 ,是造成访谈材料同既

有文献理论不相一致的原因之一。既然从被研究者那里获得的访谈材料同既有的理论或观点

不一致 ,那正说明既有的理论或观点无法解释新发现的事实 ,是对既有理论提出质疑 ,进而修

正既有理论 ,或进一步提出新理论的一次契机②,也是作者本人作出理论贡献的一次机会 ,又

怎么会对两种不同的“声音”之间的不一致仅采取“求得一种平衡 、协调和区别”而止步不前了

呢?显然 ,作者也意识到了在出现不同声音的诸多场合 ,往往是访谈材料本身存在问题 。例

如 ,作者在第十二章 ,从理论上探讨跨文化人际交往中自我和他我关系的文化建构时 ,需要对

“文化” 、“自我”这样的概念进行界定 ,显然这两个概念是十分学术性的 ,换句话说“文化”和“自

我”这样的概念界定不是普通的受访者所能回答的③,如果把这类问题交给受访者回答 ,结果

当然是“既不真实又不容易处理” ,同时威胁到解释效度和理论效度。④

2.两篇论文在“文化主位”分析方法上的不同

在陈的博士论文《旅居者和“外国人” ———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以下简称

《旅》文)与《综合大学理科人才素质与课程体系研究》(以下简称《综合》)中 ,受访者的能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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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 ,如书中第 163页 ,严华君填税表时得不到美国人的帮助 ,对此他自己的解释是“美国人怕惹
麻烦”。这样的解释显然很片面。再如书中第 240页易立华对美国人“说话不算数”的解释是“美国人过分注意交
往的形式 ,结果反而显得不够真诚” 。这样的看法当然也很主观 ,但这些例子正像下面第 2点分析的那样 ,又是合
于研究目的的。

相比较而言 , “文化”似乎比“自我”更为学术化 ,所以在进行讨论时 ,作者把后者交给受访者回答而对于前者则使用
了文献法进行界定。

在这方面,中国的制度经济学案例研究可说是提供了绝好的范例。由天则经济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制度变迁
案例研究》第 1 、2集的几十篇文章 ,几乎篇篇都是新事实同既有理论不相一致的情况 ,正如周其仁(1997)所评述的
那样 ,新事实同人们普通常识不相一致 ,这样的故事自然引人入胜。

对于跨文化人际交往中“为什么”遇到交往障碍以及应当如何解决是研究者所要解释的 ,而跨文化人际交往中遇到
的交往障碍“是什么”则是被研究者所要“主诉”的。如果留学生们真的清楚所遇到交往障碍的原因 ,也就不需要研
究者了。换句话说 , “为什么”是研究者的问题 ,而“是什么”才是受访者的问题 ,是受访者需要回答的。



真话又有所不同 。这里需要对受访者能不能说真话作进一步的区分。一是《旅》文中 ,作者是

被迫面对“文化主位”的越界问题的;而在《综合》中 ,是研究者直接把自己的问题交给受访者回

答导致“文化主位”的越界 ,是由研究者自己造成的。在《旅》文中 ,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① ,

对于研究者的“是什么”的问题 ,受访者总是回答“为什么” 。换句话说 ,受访者对研究者设计好

的问题避而不答 ,却乐于讨论自己的问题。这样的“文化主位”越界当然是事先无法预料的 ,是

受访者带给研究者的 。这一点同我们前面分析的《综合》一文中的情况显然不同 。二是尽管

《旅》文和《综合》 一文都存在运用“文化主位”分析方法时的越界问题 ,但前者是合于研究目的

的 ,而后者同研究目的无关 ,所以前者很成功 ,而后者却导致了文章的失败②。在《旅》文中 ,中

国留学生对所遇到的麻烦往往会给出自己的解释 ,尽管这些解释并不正确 ,但是当把这些解释

同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解释作比较时 ,可以更有效地揭示跨文化人际交往背后的规律 ,或者说这

两方面的解释越是形成反差 ,这种反差越具有戏剧性 ,就越是能够展现出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

的理论价值。例如 ,在书中第 175页董文包鸡肉的例子 ,对于侍者“为什么”会帮助自己 ,董文

觉得是因为“这个美国人非常和善” 。显然从跨文化的角度看 ,董文的解释并不“真实” 。但是 ,

我们把它同研究者所给出的“真实”的解释作比较 ,就会发现董文的做法非常富有戏剧性 。因

为在美国人看来 ,把剩下的东西带回家去并不鲜见 ,侍者的帮助是理所应当的;而董文对此却

很感动 ,因为在中国 ,人们通常不把剩下的东西带回家 ,担心被别人认为自己小气 、吝啬。董文

认为美国人也这么看 ,而侍者帮助他避免了尴尬 。它比起直接告诉读者美国人的交往规则是

什么 ,中国人的交往规则又是什么显然更有说服力 ,并且给人的印象更深刻。总之 , 《旅》文跨

文化研究的目的 ,就是对受访的中国留学生认知处理能力之外的现象(来美后的人际交往障

碍)进行解释。这一解释 ,在以同受访者自己的解释相比较的形式出现时 ,可以更有效地说明

跨文化背后的人际交往规则。特别是这两种解释所形成的反差正体现了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

的理论价值。

通过这一比较 ,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命题:一般地 ,在质的研究中“文化主位”的分

析方法是有一定界限的 ,这个界限由材料的真实性来决定。特别是 ,在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

中 ,当越过“文化主位”的界限是合于研究目的时 ,它可以被接受(像在《旅》文中 ,越过“文化主

位”的界限甚至成为研究结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③)。

3.把握“局内人”的内在逻辑性能否成为越过“文化主位”界限的理由

使用“文化主位”分析方法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能够把握被研究者(也就是“局内人”④)所

处文化的内在逻辑性 。那么 ,全面理解“局内人”的内在逻辑性 ,能否成为越过“文化主位”界限

的理由呢?⑤ 对于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应当首先从反方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文化主位”分

析方法的合理界限内 ,是不是就无法全面理解“局内人”的内在逻辑性呢? 当然不是 。实际上 ,

“局内人”的内在逻辑性恰恰体现在受访者的问题之中 。也就是说 ,研究者所要把握的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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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也就是说,当使用“文化客位”无法理解访谈的材料时 ,我们能否不加限制的使用“文化主位”的分析方法呢 ?
关于“局内人”与“局外人”同“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的对应关系 ,可参见陈向明(2000:134)。

实际上 , “文化主位”分析方法更多的是应用在跨文化 、人类学的研究之中。借用前边注释中的说法 , 就是“知识不
对称”的情形在跨文化 、人类学的研究中更为严重 ,研究者和受访者身处不同的文化符号系统中 ,规则 、制度都有很
大的差异。因此 ,使用“文化客位”分析方法更易出现误解 、误读和无法理解材料的情况 ,所以“文化主位”在这里使
用显得更为迫切和必要。

当然 ,对于直接将研究者的问题交给受访者回答这一越过“文化主位”界限的特例 ,在质的研究中都是不被接受的。
但是 ,正如我们第一点分析的那样 , 《旅》文是被迫面对这一问题的 ,这同《综合》一文不一样。

具体分析见《旅》文第 82-85页。当然 ,不论是出于保全“面子”的原因 ,还是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然 ,这些都是
研究者事先不能预料到的。这同研究者自己把“为什么”的问题直接交给受访者回答截然不同。



者的内在逻辑性 ,一定是在后者的认知范围之内的 ,你不可能期望一个人在自己不了解的事情

上作出合乎逻辑的回答。其次 ,除了在跨文化 、人类学的研究的场合 , “文化主位”的越界并不

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受访的对象 。举例来说 , 《综合》一文中 ,将“人才” 、“素质”和“课程关

系”等概念及二者关系交给受访者回答 ,如何能有助于全面的理解北大师生相应行为的内在逻

辑性呢? 恐怕只能是增加了文章的混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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